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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常印佛是我国著名矿床地

质学家和矿产地质勘查专家，1931年出生

于江苏泰兴，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

系；1952—1965年在长江中下游从事矿产

勘查工作；1965—1974年由原地质部先后

派往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外地质技

术工作；1977年起，先后任安徽省地质局

（后改称地质矿产局）副总工程师、副局

长、总工程师、技术顾问；曾任中国科技

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院长；现为安徽

省国土资源厅教授级高工、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

院士。

重视野外工作的理念伴随常印佛一

生，即便当选为院士后，只要有机会他仍

亲自到野外，放大镜随身必带，每到一地

都会用它仔细端详岩石。他把野外当作课

堂和实验室，从那里发现真正的问题，也

从那里捕捉解决问题的线索。

如今虽已年登耄耋，但常印佛依然在

为揭开地下秘密搜寻宝藏而不遗余力地发

出光和热。

“他很平淡，没有太多有趣的事情，

但他在平淡之中互相交融，他把智慧潜移

默化地传给大家，而不会居高临下。他文

章很少，更多的是言传身教，启发很多人

去做……”

科学救国梦

1931年7月6日，在江水流泽的江苏省

泰兴县一户常姓耕读世家里，一个男婴呱

呱坠地，常家已三代单传，父亲给孩子取

了意味深长的名字“印佛”，希望他心念

里能有佛家的某种境界。

小印佛的童年有幸福也有苦难。父母

对家中唯一的孩子十分宠爱，尤其是师范

毕业的母亲不仅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

更以严格家教帮他养成了良好的性格和生

活习惯。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动荡，

小印佛留在家中随母亲学习四年。1940

年，因父亲在抗战后方染痢疾辞世，

他便与母亲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同

年，泰兴沦陷。

常印佛的小学与初中是在日寇的统治

下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中华同胞遭受欺

侮和压迫的深重苦难，忆起当时情形，他

依然颇为痛心：“在政治上，是群魔乱

舞，暗无天日；在经济上，是百业凋零，

常印佛：野外走出的地质学家
○王　申 　吕凌峰

2011年5月，常印佛学长在安徽合肥出席
安徽省校友会百年校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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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聊生；在文化上，则是一片沙漠。”

他意识到，国家贫弱才会招致侵略，于是

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现状，让国家富

强。就当时而言，好在家中有丰富的藏书

可供阅读，包括古典名著和现代著作，常

印佛从中广泛地汲取营养，其中有一本

《世界科学家列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从中认识到科学世界的神奇和科学

家的伟大，对科学产生了向往之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常印佛很早就

从长辈和老师口中知道了泰兴当地的两位

名人丁文江和严爽。丁文江是我国地质事

业奠基人之一，领导了中国早期地质调查

与研究工作；严爽则是著名的采矿和石油

工程专家。他们为寻找祖国的宝藏作出了

贡献，都是科学救国理想的践行者，也是

泰兴当地妇孺皆知的英雄。常家与丁、严

两家还有些姻缘关系，母亲也常教导他要

向二位乡贤学习，职是之故，他对地质学

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与其结下了最初

缘分。

常印佛高中就读于华东地区的王牌中

学——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在那里他

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对科学救国思想有了

更多的了解。他当时理想就是效仿丁文江

和严爽，做一个地质学家，把祖国地下的

资源开采出来，让国家变得富强，故填报

高考志愿时，第一和第二志愿分别选择了

清华大学地质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最终

被前者录取。正如他晚年所总结，“强国

梦”和“科学梦”，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驱

动力。

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为常印佛一

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华有来自

全国最优秀的同学，也有得天独厚的师

资，在教授常印佛专业课的老师中，有10

位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如袁

复礼、张席褆、冯景兰、孟宪民、杨遵

仪、池际尚、涂光炽等等。当时清华大学

通识教育风气尚存，常印佛广泛涉猎，博

览群书，并旁听物理、化学、气象等系开

设的部分课程，还学会了独立思考和批判

精神。经过三年学习，1952年毕业分配到

安徽铜陵321地质队。清华是常印佛为科

学救国梦装上翅膀的地方，也是他扬帆远

航的起点。

实践出真知

李四光曾有一句名言：“地质科学的

源泉在野外。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

产生真正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理论！”这也

是常印佛奉为座右铭的一句话。地质学的

公理化程度相较其他自然科学为弱，许多

规律性认识需要从大量地质现象中总结，

这就要求地质学家具备很强的野外工作能

力。常印佛来到321队后，成为一名地质

常印佛在野外工作



54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9辑

人物剪影

队员，在最初三年里，他几乎把地质工作

的所有工种都摸了一遍：看管钻机、岩芯

编录、区域测量、地质普查与勘探、协助

队长编写勘探报告等等。他有近半时间在

野外度过，先后到青石山、贵池铜山、湖

北繁昌等多地做地质普查填图，并迅速成

长，锻炼出了野外独立工作的能力。

1955年起，常印佛调至华东地质局有

色金属办公室工作一年，随后又重返长

江中下游野外一线，先后在374队和321队

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直到1964年

底。如果从毕业算起，常印佛在长江中下

游从事野外一线地质工作近12年。其间，

他参与了铜官山铜矿的勘探和外围普查，

发现（部分参与发现）和探明了狮子山铜

矿、凤凰山铜矿、贵池铜山铜矿、黄山岭

铅锌矿等一批大、中型矿床和矿产地，为

铜陵有色金属基地和长江中下游“工业走

廊”的确立提供了资源保障。他还率先组

织实施了我国最早的1∶5万地质调查（铜

陵幅），不仅极大提高了这一成矿远景区

的地质研究程度，还树立了大比例尺地质

调查工作的技术典范。到30岁左右，他已

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质地貌，多种矿床

类型及分布了如指掌，积累了丰富经验，

为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

声”，常印佛的学术研究与发现源于大量

的找矿实践经验，体现出强烈的实践与理

论的互动。在成矿理论研究方面，他把长

江中下游地区不同时代地层中顺层发育的

含铜、铁、金、铅锌、钨、钼、磷矿层

的矽卡岩型矿床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进行

研究，引入层控成矿概念，提出“层控

（式）矽卡岩型矿床”新类型，丰富和发

展了矽卡岩成矿理论；他结合铜陵矿集

区，研究了铜陵—戴汇基底断裂对岩浆和

矿床分布的控制规律，提出了“基底断裂

控矿”的认识。在区域成矿学方面，他以

长江中下游为例开展了系统的区域成矿学

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该区内成矿结构、

控矿规律新认识，系统总结了成矿带成矿

模式，为构建我国大陆成矿理论奠定了基

础。这些理论成果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促

进了实践，对长江中下游一系列找矿发现

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常印佛是从野外走出的地质学家，一

生著述不多，纯学术性的文章约十来篇，

专著两本，但它们都极有分量。实践性

强，成为他学术的最大特征。他没有读过

研究生，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也没有在高

校或研究所任过职，一生实战于生产系

统，从321队总工程师，到安徽省地质局

总工程师，他的工作都与地质找矿实践紧

密联系。人们习惯称他为“常总”，只是

这个总工程师有些与众不同，321队的同

事张兆丰认为他是“能做研究、具有学者

素质”的总工程师，而同行学者翟裕生院

士则认为他是学界少见的“理、工兼优”

的学者。实质上皆因他的学问来源于找矿

实践，来源于常年的野外工作。因此，在

院士评选大会上，一位地理学界的资深院

士在听完对常印佛的介绍后发言：“科学

院学部委员多数都是作理论研究的，现在

地学部正需要这样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

能力的科学家。”

重视野外工作的理念伴随常印佛一

生，即便当选为院士后，只要有机会他仍

亲自到野外，放大镜随身必带，每到一地

都会用它仔细端详岩石。他把野外当作课



55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9辑

人物剪影

堂和实验室，从那里发现真正的问题，也

从那里捕捉解决问题的线索。他对野外工

作的益处深有体会，并深情寄语年轻地质

工作者：“野外工作非常重要，对那些刚

毕业的大学生，我积极鼓励他们去野外，

起码在野外工作五到十年，然后再选择研

究机构、学校，从事教学、科研都行，但

是最基本的素质要在野外培养出来。”

海外建奇功

20世纪30年代或更早出生的科学家

们，几乎每人都是一座“历史博物馆”，

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

右”运动，以及让知识分子“在劫难逃”

的文化大革命。令常印佛深感幸运的是，

他的“文革”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

过，那时的他先后被派往越南和阿尔巴尼

亚做地质援助工作。

越战期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全方

位的，其中即包括派地质专家组赴越做地

质援助。受地质部借调，常印佛担任援越

地质专家组组长，在老街一带寻找铜矿，

并直接负责新权铜矿床勘探和外围普查工

作。经过研究，他否定了原先认为该区矿

床是矽卡型矿床的看法，弄清楚了实际成

矿过程。专家组以新认识指导勘查工作，

大大地增加了储量及远景。

援越地质专家在老街地区的勘查工

作，总结了当地铜矿成矿规律，在主要规

模的找矿远景方面具有较大贡献，地质报

告获得越南政府高度认可，为越南矿产开

发和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常印佛作为援

越地质专家组的负责人，作出了较大贡

献，在项目结束次年获得越南国会颁发的

二级劳动勋章。

援越工作历时三年多，专家组在完成

援助任务后回国，当时国内正值“文革”

浪潮汹涌，而常印佛很快又被地质部借调

到阿尔巴尼亚担任地质成套援建项目技术

总负责人，经过简单的政策学习，即飞往

海外。

在阿尔巴尼亚，常印佛作为援阿地质

大队总工程师，负责全区整个项目的地质

技术管理和指导工作，另外还直接负责米

尔迪塔铜—铬矿带中铜矿的区域成矿地质

条件和分布规律的研究。在他所负责的成

矿带内，经过实际调查，推翻了原先对地

形构造的认识，找到了符合实际的控矿规

律，并扩大了矿产储量。

中国援阿地质大队经过4年多努力，

圆满完成援建项目任务，所做工作被阿地

质总局局长誉为“样板性的工作”。回

国前，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第一书记兼总理恩维尔·霍查

（Enver…Hoxha，1908—1985）率政府代

表成员举办宴会作饯行和感谢。次年，常

印佛获阿尔巴尼亚政府授予的一级劳动勋

章，以此表彰他在援阿地质工作中作出的

贡献。

常印佛回国时已是1974年，国内“文

革”已进入尾声，近十年的援外经历使他

幸运地躲开了国内政治风雨的冲击，当国

内同行连自由和安全都无保障时，他依然

能够继续从事业务工作，并有进一步积累

和提升。虽然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地质成

矿特征与国内不同，但他开阔了眼界，在

工作思路和方法上都有收获。

两院摘桂冠

改革开放后，常印佛先后担任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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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副局长。

这是他学术的总结阶段也是开创阶段。他

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把认识

提升到理论高度，并写成学术论文发表。

另一方面，他也开始主持许多大型科研项

目，包括全国首批跨省区划项目、科技部

“七五”和“八五”期间开展的两轮长江

中下游隐伏矿床预测科技攻关项目。这些

地质科研的大手笔都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

成果。

在1985年地质部在太原召开的固体矿

产普查会议上，常印佛代表安徽省地质局

发言。他首次提出把全国矿产普查工作的

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积极倡导遵循

由浅到深，由“点”到“面”再到“体”

的地质认识规律，指出在当下技术和方法

手段允许，且工业开采能力有长足进步的

条件下，应向深部找矿，并建议在重要成

矿远景区开展立体地质填图。会后，他率

先在铜陵、大冶矿集区开展了立体填图试

点研究。深部找矿理念的提出与国际同

步，揭开了我国地质矿产工作向深部进军

的序幕。

常印佛多年的劳动成果获得了国家和

社会的认可：1979年，国务院授予他“全

国劳动模范”称号；80年代又先后获“地

矿部成果一等奖”（两次）和“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并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

家”称号。1991年，因其在矿床学、区域

成矿学和找矿勘探学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

创造性的理论发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

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也是当年唯一在

省局系统内当选的地学部委员。1994年，

中国工程院成立，常印佛因其在工程科技

领域作出的杰出成就，被从科学院直接遴

选为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获

此殊誉者仅30人，地学部仅2人。

当选院士之年，常印佛60岁，正值

经验丰富而精力未减的人生阶段。其

后，他继续主持完成了科技部“八五”

科技攻关项目，主持或参与指导完成

“九五”“十五”期间多项国家重点科研

项目和安徽省科研项目，其学术研究主线

亦由找矿勘察、成矿系统向地球系统转

向，致力于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长江中下

游乃至华东—环太平洋地区的成矿规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1世纪

初，由于国家矿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

偏差，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使得全国固体

矿产普查工作经历了15至20年的萧条期。

为改变此种窘境，常印佛与其他院士一起

呼吁，国家应加强对地质工作的支持，开

发本国资源，确保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并提出具体对策和办法。伴随着经济

发展“资源瓶颈”的凸显，国家终于在

2006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

的决定》，使地质工作焕发青春。

在地质萧条期内，常印佛在铜陵主持

的立体地质填图试点因缺少支持而没能继

续下去，到本世纪初，他又积极倡导开展

深部找矿，继续选择铜陵大型矿集区作

为研究重点，并在全国找矿工作部署会议

上力保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找矿重点。在

2007年于合肥召开的全国深部找矿研讨会

上，常印佛再次从战略高度阐述了深部找

矿工作的下一步方针，提出要做好地质勘

探技术、队伍和人才三个方面的准备工

作。近年来的找矿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理

念的前瞻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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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地质工作呈现蓬勃发展

的大好形势，但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地质体制亟待改革，地质萧条期留下

的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地质队伍建

设、人才培养亦有待完善等等。常印佛

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冷静的思考，深入分

析了全国“三勘”（勘查工作、勘查单

位和勘查队伍）的历史与现状，并提出

了建议和对策。

进入晚年后，常印佛更多地是为地质

工作提供指导和建议。对于此，中国地质

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很有感触：“他很平

淡，没有太多有趣的事情，但他在平淡之

中互相交融，他把智慧潜移默化地传给大

家，而不会居高临下。他文章很少，更多

的是言传身教，启发很多人去做……”

虽然现已年登耄耋，但常印佛仍然关

心着国家的地质工作，还有许多好的想法

与建议，他仍会风尘仆仆地赶到各地开

会、考察，还常到地质一线山水中去。他

不知疲倦，乐在其中。

（原载《中国科学报》2014年5月30日）

她的丈夫，是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

本可过着既风光又轻松的官太太生活，她

却毅然说不，而是选择了艰辛的科研之

路，成为国内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的第

一位博导、第一位博士后导师；她的病

人，多是那种难缠的神经症病人、蛮横的

吸毒病人、充满戒备敌意的精神病患者，

她却微笑慈祥，努力让精神病人像正常人

一样生活。

节约时间，留苏五年，没有进过一次

理发店。节省津贴，留苏结束，买《医学

百科全书》送母校

1924年，沈渔邨出生于浙江省杭州

市，父亲为邮政职员。“七七事变”不

久，杭州附近硝烟弥漫，父亲随机关迁往

浙东。作为初中一年级学生，她随母亲去

上海法租界，借住在父亲的朋友家。生活

条件虽差，但仍能上学。沈渔邨刚进入高

三，“八·一三事件”就爆发了，日寇进

入租界，她就读的公立扬州中学被迫关

闭。为了继续上学，不当亡国奴，沈渔邨

跟随母亲在杭州老乡的帮助下，越过日寇

的封锁线，随着逃难的人群，跋山涉水

抵达云南昆明。1943年就读西南联大先修

班，1944年进入西南联大生物系。1946年

夏天，西南联大返回北平后，沈渔邨志愿

学医，她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

1947年秋经地下党组织决定，沈渔邨撤至

华北解放区，次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继续完成医学院

的学业。1949年10月1日，游行队伍中的

沈渔邨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感受到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心情无比兴奋

沈渔邨：分享精神病人的内心快乐
○何小璐　张　霞　于　欣


